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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性侵加害者：倒霉鬼遇上变态？性犯罪事件的“色狼”迷思

问题不在变态与否、偏差与否，而是在于性别中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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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华（化名）是一名180公分的高大男子，平常务农，有轻度智能障碍。他是性侵害儿童的个案，无故不

出席处遇。我通知他到场那天，他身上有些脏污，穿著蓝白拖鞋，脚皮粗糙。我伸出手跟他说：‘嗨小华，

我是跟你联络的钟小姐’，他脸上出现惊讶又有点开心的表情，并害羞地跟我握手。”东海大学社工系讲

师、社工督导钟佩怡问小华怎么没来“上课”（接受处遇）？小华才说，平常带他上课的家人生病了，家人

要他先不要去上课，也嘱咐他，没有人带、不能随便外出。

依照台湾法律规定，当加害者无故不出席评估、治疗或教育辅导等司法处遇时，得依法开罚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锾。对进行危险性评估的社工人员来说，无故不出席处遇为危险因子提升之征兆。

钟佩怡在过往进行处遇时，遇到经常无故不出席的个案，而在通知个案前往说明后，往往会翻转她原先的

想像。

钟佩怡说，如像恋童、轻微智障等个案无故不出席处遇，已构成危险度上升的理由，但厘清原因后，如小

华反而属于安全的类型，若无细致理解，就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她说，从事加害者服务时，要让加害

者知道她没有敌意，才有机会得知他们真正的想法。她强调，司法处遇应该做更细致的处理，而不只是处

罚。

台湾卫福部统计，性侵害事件通报中，近五年的年均件数约在一万件左右，而加害与被害人的关系中，陌

生人性侵的比例非常少。根据司法官学院进行的性侵犯罪统计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性侵案件多以熟人犯罪

为主，陌生人的性侵大约只有一至两成。



不过，台湾社会却对加害者普遍存有错误迷思——也就是陌生或随机性侵等刻板印象。国立台湾大学法律

学系特聘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Hauser Global Professor陈昭如指出，台湾社会对于性侵犯有著根深蒂

固的想像，性侵害事件更容易成为“倒霉鬼遇上变态”。她强调，“许多性侵犯其实是所谓的‘正常人’，而不

是人们想像中色狼的形象”。


端传媒曾深入追踪林于仙疑似遭遇主管权势性侵后坠楼事件，在采访中发现，除了受害者陷入“完美被害

人”的困境，加害者也落入“变态、色狼”的刻板形象，然而在林于仙的案例中，涉嫌加害的前主管有著良好

形象，亦是一名成功的长照界领袖。许多分析指出，在多数性侵案中，加害者拥有受社会主流认可的外在

表现，例如是名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是体恤部属的温柔主管，与传统所认知的加害者形象差异甚巨，为什

么会有如此歧异？

加害者为什么这么做？ 


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满足性欲，更核心的是权力支配的问题。 


根据司法官学院对于性侵害的相关研究指出，无论从卫福部性侵害事件通报，还是地检署、法院的司法统

计数据上皆可显示几个趋势：女性受害者为八到九成、男性加害者为九成；性侵案件多为“熟人性侵”，最

高的关系比例是朋友、男女朋友，接著是网友与亲属；地点多发生在住居所；不起诉人数高于起诉。励馨

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执行长王玥好也表示，在一线服务的妇女团体也观察到，陌生人性侵在实务上少于一

成，大多数的性侵案件是“熟人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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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1975年时提出“强暴迷思”（rape myth）理论，

她认为在父权社会下，人们对女性遭受性侵害存有普遍的误解。学者玛莎·柏特（Martha R. Burt）进一步

将强暴迷思定义为：“一套对被害人、加害人与强暴行为错误的想法、刻板印象或偏见。”


《性侵报导的强暴迷思与转变》分析台湾三大报在2002年到2013年间的性侵报导，研究者蔡雁雯与苏蘅

发现，台湾报导中一直存在强暴迷思，将加害者描绘为“可怕和怪兽般的存在”，并强调被害者的“顺从

性”。研究结果符合学者布朗米勒所称，为巩固父权体制的“强暴支持文化”，也就是愈强调女性被性暴力攻

击，愈容易引起女性恐慌，但男性较少恐慌。且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过后，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

隐去受害者的姓名，但却更加详细描述案件过程，并强化加害者的兽性与心理不正常。

简言之，“对幼性交”与“随机性侵”成为性侵报导中的多数类型，但并非实际最多数的性侵案件。


利伯他兹台北心理咨商所所长、心理师才炜民，曾入监所进行性侵害受刑人的心理评估。才炜民指出，心

理师对加害者的再犯因子、心理评估将影响司法处遇及后续治疗的模式，他认为，加害者的样貌十分多

元，只从心理评估去判断加害者是否再犯、治疗是否有效，他认为虽有争议，但仍是目前被广为采用的方

式——因为“再犯与否”以及“治疗有没有效”是社会最关心的部分。


才炜民说，性侵加害者的犯罪因素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身体因素，如因老化、退化造成脑部状况，

或是反社会人格；另一则是环境因素，像是经历人生低潮期、饮酒、用药等。才炜民强调，这两个因素也

会同时发生。

至于性侵犯罪如何从念头到付诸行动？才炜民指出，有些加害者会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性侵，最后身体

自动化实施犯罪行为，成为一种犯罪的模式。他曾在监所进行加害者评估时，一名女性社工经过，加害者

问他，女社工是谁？什么名字？他认为，想认识感兴趣的对象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性幻想也不代表一定会

著手性犯罪，但某些加害者明知将触法但还是会下手，像是那名监所的加害者，在他脑海中已经浮现与对

方性交的画面，对这类的加害者而言，“女性就是可以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社工督导颜莉璟认为，加害者除了有性侵的动机，还可能失去自制力，因而突破

了外在的保护以及被害人的防线。她也说，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满足性欲，更核心的是权力支配的问题。

受访社工与心理师均指出，许多性侵加害者的共通点，在于缺乏同理心与良好社交能力，像是加害者在犯

后会极小化被害人的痛苦、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们同样认为，这也是台湾教育常年不足之处。

“多数加害者第一时间皆否认犯行，就像小孩子做错事一样，”钟佩怡反问，“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事

吗？我认为不是，就是因为知道犯错，感到羞愧才否认。”



张妙如则说，过去陪伴受害者上法庭时，所观察到的是加害人一味否认自己的犯行，或是为了获得减刑才

道歉。“但是，加害人诚心道歉对多数被害者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的部分。”

性侵案件中的权力支配问题 


加害者并非如刻板印象多为底层与弱势族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权力伤害下

属。

权势性侵大多是对社会角色的混淆，才炜民举例，“社会大众一般认为在父女、师生等的身份关系中，不会

发生性行为，但对某些加害者来说，对身份界限的认知模糊，甚至享受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中。”他认为，有

些加害者甚至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已经超越辩解的程度；也有些加害者活在自己的

世界，这类型的加害者倾向归属于人格问题、缺乏同理心。

分析性侵加害者的群像，才炜民以过往承接的案例经验提醒，加害者并非如刻板印象多为底层与弱势族

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权力伤害下属，属于利用权势施以性犯罪的范畴。

才炜民说，受到环境因素而犯罪的加害者，犯后不乏展现出懊悔并愿意道歉的案例，他们普遍也较容易改

变。他举例，曾有加害者遭逢人生低潮，在酒精的催化下，侵犯了一起饮酒的女性友人，犯后，这名加害

者坦承犯错，再犯的机率也较低。他说，在药物、酒精的作用下侵犯他人，若是初犯，多为一时失控；然

而若是再犯，便是拿药物、酒精来助兴，成为一种犯罪工具。

不过，若属于人格的问题则难以改变，才炜民指出，除非当事人经历重大事件，对他自己造成伤害，为了

降低自己的痛苦，才愿意做出改变。

权势性侵的案例上，颜莉璟以师生案件为例，也就是形象良好的男老师挑选女学生下手。她说，一名国中

女生因家庭因素经常旷课，在校与其他同学连结薄弱，这名老师则利用这样的处境，对女学生特别关心，

并约她多次出游。女学生虽感到一丝怪异，但也说服自己，老师是基于关心，不可能对她做出不好的事。

直到她长大成人，回头检视那份诡异的感受，逐渐走出自我怀疑，才确信当时被老师侵犯了。她找上励馨

后仍害怕“有人会相信我吗？”

这样的案例不断出现，今年8月，人本教育基金会召开记者会，揭发一名资优生A女在25年前遭到国中数学

老师性侵，该名老师以单独辅导为由，将她带到教室、保健室甚至旅馆发生性行为长达四年。期间，A女曾

想从这段关系脱离，却遭到老师利诱威胁，甚至到她就读的大学跟踪监视。让A女饱受焦虑症之苦。

https://hef.org.tw/20220817news/


人本指出，该名老师形象良好，曾任校主任、校长，并曾获资深优良教育行政人员。直到A女也成为教职人

员，才意识到自己曾是校园性侵受害者，她认为自己的遭遇并非个案，决定向台中市性平教育委员会举发

这名教师，并呼吁其他可能的受害者出面。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今年4月已收到举发，召开性平会议后，决

议暂缓这名老师的退休申请，待调查后决定行政处分。

直到9月2日，台中市教育局召开性平会审议调查小组报告，性平会同意调查报告及惩处建议，该教师遭解

聘、永不录用且失去退休金。教育局指出，已主动告发，除了行政惩处外，后续该教师也将面对司法侦

办。人本曾表达A女因法律追溯期已过，不愿面临司法程序的压力，不愿提告，但台中市府还是向地检署举

发。

2020年2月9日，一列新北市的火车。摄：陈焯煇/端传媒

家内性侵的特殊性与“关系修复”之难 


修复不代表原谅，也不代表伤害会消失。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听到道歉后，



他们才能去面对创伤，决定如何与创伤共存。

北部一处市府家防中心的社工吕庭欢表示，家防中心承接的权势性侵加害者案件中，集中在家内性侵的案

件以及未成年人。而这些案件又以“父对女”最多，手足之间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年龄也有下降的趋势。

而家内性侵的主因为家庭功能的缺乏。“夫妻吵架、女儿太像前妻、控制不了自己、过去曾被性侵，”这是

钟佩怡看到最多的犯后理由，她分析，有些父亲因为人际、社交功能的缺乏，无法得到同龄的交往对象，

因此将性欲发泄在他能掌控的孩子上。而手足之间的性侵，则多在成长的性探索阶段，想透过A片等方式模

仿，却缺乏对象，因此朝家内年幼的弟妹下手。

家内性侵案件涉及亲属关系，有些受害者并不完全希望关系破裂，失去亲情。因此，当家内性侵案件由社

工介入处理后，他们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有意愿进行“关系修复”。

道歉、关系修复通常是被害人需要的，但能走到这一步的案例少之又少，有些加害者在案情曝光后，畏罪

自尽；即便如此，仍有成功修复的案例可循。

钟佩怡提及，一名少女被通报疑似为性侵个案，并受到政府安置，她的法定代理人是单亲爸爸，同时也是

加害人，这名父亲收到通知的同时，作为社工的钟佩怡问他是否知晓孩子遭安置，这名父亲哭著坦承犯

行，钟佩怡说服他去投案。他是少数坦承犯案，也向女儿道歉的案例，却遭重判7年徒刑确定。

“就算嘴上不直接承认，但加害人愿意跟我们配合，来到辅导的现场就是一种承认，”吕庭欢曾遇到已遭司

法判决确定入监服刑还打死不承认的加害人，直到出狱那天，他才跟请吕庭欢向孩子转达歉意，“孩子听

完，在电话另一头大哭。”

曾担任社工，现为心理师的王钰婷承接政府转介的权势性侵加、被害者服务，她说：“愿意自主进到咨商

室，就有机会。”但她也表示，成功修复关系或愿意道歉的加害者，她至今只见过一例。

虽然这些案例很少，但仍是支撑社工与心理师不断服务的动力。 


现代妇女基金会受政府委托，每年大概会进行300名左右的性犯罪受害者服务，在加害者服务部分，大多

是双方希望修复关系，才会由基金会协助。不过，现代妇女基金会社工督导张妙如表示，这样的案例非常

少。

家内性侵不只让加害与被害者的关系破裂，也会影响到其他亲属的关系。近年让张妙如印象深刻的案例，

是一件亲属间的性侵，受害者小妍（化名）在未成年时，遭长辈侵害，小妍曾告诉妈妈，却遭到苛责。小



妍憎恨该名长辈，也埋怨妈妈，但她不知道，妈妈当时冒著与家族决裂的风险，为她出面处理性侵案件。

多年后，小妍寻求民间团体的协助进行关系修复，加害者在修复过程道歉、赔偿，小妍才知道妈妈曾为她

出面，她们的母女关系才逐渐修复。成人后的小妍因当年的创伤，严重影响到生活及工作，但母女俩冲突

化解，也互相扶持生活。

张妙如强调，修复不代表原谅，也不代表伤害会消失。但对于受害者来说，重要性在于，听到道歉后，他

们才能去面对创伤，决定如何与创伤共存。

2021年12月20日，台北信义区。摄：陈焯煇/端传媒

yes means yes！我说好，你才可以碰我 


“老司机被认为是一种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常态，加害者

不认为自己做错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错了哪些事，才导致了负面的后果。”



当提到如何预防下一起悲剧再发生，民间团体与专家学者告诉端传媒，“只有加害者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

事”。

在台湾传统的性别框架下，陈昭如指出如果台湾社会普遍弥漫的氛围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像是

夜店捡尸，男性认为错在对方，妳自己要去夜店还喝醉——便难有根本翻转的可能，加害者不会意识到犯

错。

陈昭如强调，我们不能期待有一天台湾社会就突然改变，除了从体制进行改革外，社会意识与个人的转变

也很重要。她说，每一名受害者的发声都是改变社会文化与认知的契机，当人们“听见”这样的声音，也才

能进一步从被害者的视角，看见她眼中的世界；有些加害者可能也才发现，他的认知与对方的感受完全不

同——他以为的“两情相悦”，甚或是性互动的“欲拒还迎”，原来是自己主观的想法，而不是客观的情境。

特别是这样的性别文化已经渗透到各式日常互动与对话情境，进而如“迷因”般快速传播、甚至成为一套得

以共享的“时代经验”。陈昭如语重心长的说，“老司机被认为是一种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

常态，加害者不认为自己做错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错了哪些事，才导致了负面的后果。”

陈昭如强调，一旦我们将性犯罪加害者当作身心有问题的人，因为“疾病”导致“变态”行为，人们就会想治

疗他们的疾病，而忽略实际上许多加害者是透过“权力”控制对方、利用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平等来施加伤

害，问题不在变态与否、偏差与否，而是在于性别中的权力关系。

“我们的文本不应该出现霸道总裁这类内容，强调女性喜欢被强势的男性壁咚，进而强化性别刻板印象，让

不尊重他人身体的行为，成为合理且帅气的男子气概，”钟佩怡说，这样的内容不断潜移默化阅听人，导致

男性认为侵犯别人、不尊重他人是一种正确的追求方式。

钟佩怡认为，面对不愉快的性接触，许多人也许还不敢说不，是因为社会文化并未让他们够勇敢，人们应

该认知到“yes means yes”的意涵，“我说好，你才可以碰我。”



2022年9月3日，台北车站。摄：陈焯煇/端传媒

在追问“加害者会不会再犯”以外 


“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一个人变糟前，或许我们就有机会预防。” 


史丹佛大学心理系学者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一

书中，揭示1971年他主导下的一场“史丹佛监狱实验”的发现。

这场实验，由大学生各自担任监所管理员以及犯人，一开始，双方都努力扮演角色框架，不过随著实验的

发展这些学生却逐渐失控，学生转变为残暴的监所管理员，另一方则是情绪崩溃的犯人。金巴多及其他观

察者也沈浸其中，直到他们发现不对劲才紧急喊卡。

金巴多认为，在情境框架与权力关系的引导下，这些受试者因而做出某些逾越角色规范与道德的事。也有

不少研究以“路西法效应”来解释纳粹，才炜民指出，这也可以解释权势性侵，在师生关系中，学生基于对

老师的信任，老师则利用角色的权力去侵害学生。也有人指出，在性犯罪中，应该改变权力关系、社会氛

围，像是职场氛围、父权压迫、苛责被害人等，才能降低性犯罪。

才炜民认为，职场中应建立伦理规范训练，让每个职位的人都理解关系界线并尊重他人，而非利用上司的

职权来霸凌、侵犯下属。

从事妇女运动、服务性侵被害人多年的王玥好也反省，过去社会多强调对于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一旦事

件发生，就好像是被害人做错什么，才导致这样的憾事，而此便落入了谴责被害人的迷思中。她强调，有

性欲很自然，但人们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性欲。回到问题的根源，应该是加强性别意识，从小建立起“尊重他



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看见加害者的需求，不要戴著有色眼镜看待他们。

事实上，台湾社会对于性侵加害者的服务资源不足且限制重重，人们只关注治疗几年后，他会不会再犯？

治疗时间多长“才够”？加害者“会不会好”？钟佩怡认为上述都是大哉问，实际上目前没有良好的环境能够

服务加害者。

任何一个大的关卡都可能是转捩点，因为有机会让加害者“改变”。 


在许多案例中，才炜民看著加害者如何走上犯罪、生病的路，大多都是遇到了无法解决发生在自己身上不

好的事，进而产生愤怒、负面、反社会的历程。如果早期介入、辅导，有很大的机会可以避免一个人犯

罪，也可以为国家、为社会省下很多资源。他在治疗时经常会想，“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一个人变糟

前，或许我们就有机会预防。”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吕庭欢为化名）


